
第5卷第4期

2022年7月

深圳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Vol.5 No.4 
 Jul．2022

“郊区社会”与中国城乡关系的

三元结构分析*

田   孟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5）

[摘 要] 城乡关系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的重要议题。受西方理论界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理

论的启发，结合中国国情和城乡发展实际，学术界对于我国城乡关系的经验跟踪和理论构建一

直在做本土化的努力。本文首先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研究的理论缘起及其在解释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城乡关系及其变迁的局限性，然后梳理了学术界在不同时期试图通过构建“第三元”的

方式超越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历程，最后提出将郊区社会作为新时期城乡关系“中间单元”，丰

富了既有的城乡关系理论。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前夕，城乡之间的“第三元”主要是嵌入在乡土

社会的“小城镇”；到了21世纪初期，城乡之间的“第三元”变成了“农民工”及其居住的“城中

村”；在新时期，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建设的推进，郊区经济的兴起推动了郊区社

会的生成，农民工及其所从事的产业逐渐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集聚，使郊区社会成为了当前我

国城乡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尽管作为具象的郊区一直处于被摧毁和变化之中，但由于转型期的

相对漫长，作为意象的郊区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有了既不同于城市也不同于乡村的独特属

性。为此，本文提出将郊区社会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实体，作为新时期城乡结构中的

“第三元”。郊区社会是我国城乡关系形态的一个新变化，是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应考虑

的现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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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城乡关 系是我国社会关 系的一对基 本范

畴。本文致力于提出一个分析现阶段我国城乡

关系的新视角，以区别于主流学界的“城乡二

“郊区社会”与中国城乡关系的三元结构分析

元”分析，即“城乡三元”分析范式，它是在“城

乡二元”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单元：郊区

社会。笔者认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区别于

“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这两种典型的社会

形态，郊区作为第三种社会形态，具有相对独



深圳社会科学 2022年第５卷·104·

特的社会性质，简称为“郊区社会”。

“城乡三元”分析是对既有的“城乡二元”

分析的扬弃，是对城乡关系复杂性的更准确把

握。“城乡关系的复杂性包括两个维度，即城乡

关系在空间上的复杂性和实践过程上的复杂

性”[1]，亦即城乡关系的时空性。具体来说：“首

先，乡村和城市基于空间差异而表现出复杂多

样的关系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村庄

的经济形态及其发展状况如何，往往取决于它

与城市之间、以空间距离为基础而发生的经济

社会关联。因此，城乡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以

空间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关系，空间距离对

于城乡关系的具体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

其次，“城乡关系既是一种结构，也是一种过

程……‘作为过程的城乡关系’侧重于反映城乡

两个独立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卷入及其实践过

程……最核心的过程就是资源在城乡之间的转

移，比如农产品进城、工业消费品下乡等……城

乡关系在实践过程上的复杂性突出表现为城乡

之间资源转移过程的复杂性”[1]。城乡关系总是

特定时空下的具体关系，时间和空间参与了城

乡关系的具体构造。脱离了特定时空，就不是

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城乡关系。

为此，本研究通过对郊区社会的关注，能

把时空变量重新引入对城乡关系的分析和思

考。在这里，我们不应将城乡关系看作对立的

割裂之物，而是视为统一的连续体，城市和乡

村分别在连续体的两端。实际上，典型意义上

的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都是不存在的，真正存

在的社会形态都是具体的。“城乡二元”分析的

优点是构建出了城乡关系的基本结构，在进一

步抽离了时空以后，对城乡关系进行了高度的

抽象和简化，呈现出了城乡关系的两个形式上

的基本点。然而，“城乡二元”分析的缺点在于

难以把握那些具体而又多样的城乡中间社会形

态。当我们在分析某一具体社会形态时，需要

重新引入时空因素，以呈现其复杂性。郊区社会

的引入，正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笔者认为，要

把位于城乡之间的社会形态独立出来，作为一

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分析其构成、性质和功能，

以更妥当地描述城乡关系。

二、文献综述：城乡关系研究的
传统视角

对城乡关系进行结构化思考，一直是城乡

关系研究的普遍共识和主流范式。需要注意的

是，城乡关系中的“城”和“乡”都不仅是地理

概念，而是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意涵。从地理学

的角度上看，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属于人

类聚居的重要形态，并具有重要差别。

其中，中国古人基于治国理政的目的，比较

早地从行政结构的角度考察了城乡之间的分野。

周振鹤指出，《周礼》中提到“惟王建国，辨方

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高度概

括中国古人对于行政制度建设的思考[2](P1-5)。通

过辨方正位和体国经野从而形成的国野之别，

朴素地反映出了古人对于城乡关系的结构化认

知。难能可贵的是，古人对于城乡关系的抽象

并未停留在国与野的二元区别之上，也未将二

者绝然对立，而是把国与野视作一个整体，并

在此基础之上详细地划分出了其间的各个关节

点。其中，除《周礼》外，还有《司马法》的“王

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

为县，五百里为都”、《毛传》的“垌，远野也。

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垌”和

《尔雅》的“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

之林，林外谓之垌”等[3]。

但现代意义上的城乡关系主要是在现代化

的背景之下才被提出来的。实际上，也正是自工

业革命以来，由于“现代性”的“被发现”或“被

发明”，城乡关系的性质才开始出现质的分别。

在传统与现代的连续谱上，城市逐渐被认为是

代表现代性，而乡村被认为是代表传统。随着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城乡间的差别越

来越明显，而此时我国的城市与乡村仍旧处在

一种“无差别的统一”[4](P480)状态：“从前现代

城乡协调交换的观点看，中国就是一种稳定的

样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城乡之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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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鸿沟截然划开的问题，并未变得十分明

显”[5](P335)。关于现代性，西方多位社会学家都

有论及。在马克思①、涂尔干②、韦伯③和齐美尔④

等古典社会学大师的经典著作中，都不难看到

这种因“现代性”在城乡差异化分布所形成的

城乡二元化认知。

（一）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城乡关系的经济

结构

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科学等领域

对于社会转型和发展所做的分析一般都具有二

元论的特征。其中，具体到城乡关系而言，基于

经济学与地理学的有效结合，经济地理学等相

关交叉学科与之互动得最为紧密。例如，1826

年，杜能发现：基于与城市的距离上的差异，不

同区位的农场具有不同的农业经营方式，并产

生不同的收益，由此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地理学

和农业地理学创始人的地位[6]。与之相应，实际

上也几乎是之同时，以马歇尔[7]和韦伯[8]为代表

的经济学家通过对产业（主要是指工业）集聚

现象的研究，也发现了区位与产业存在的内在

关联性，为城乡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此后，在地理科学和城乡规划及设计领域涌现

出了多个理论，这些理论大都是基于总体性的

视角对城乡关系进行描述和概括，并倾向于通

过对区划和空间的再配置以实现城乡关系的理

想形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霍华德的“田园城

市”理论[9]。

不过，真正对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诞生产

生直接影响的是自194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

学。其中，张培刚被国际公认为是发展经济学

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

被称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主要研究在

一个贫穷落后的、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

亦即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走

向富裕，并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10]。

这个问题实际也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此

后，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二

元经济结构的理论，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

城乡关系，解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并

指导其如何走出困境。该理论认为，在一个后

发现代化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上的二元结构，

表现在劳动力方面，就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蕴

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现代城市工业部门

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借助于资本积累、教育

和科技的提升，实现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

现代部门的转移，最终实现现代工业和城市的

①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引起了社会形态的巨大变

化”“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

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城乡之间的对立

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

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生产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城乡对立是一个

历史范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对立的状态也会发生质的改变。“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

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

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②涂尔干虽然没有单独探讨过城乡关系，甚至也没有单独论述过城市，但社会变迁却在涂尔干的研究中占据了很大的

篇幅。他关于知识社会学、社会分工与社会团结和职业道德建设等都与城乡关系密切相关，他的弟子哈布瓦赫被称

为是法国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另外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也不难看到涂尔干的身影。参见杨辰．阅读城市的社会学视

角：评《巴黎社会学》[J]．国际城市规划，2014(2)：118-122．

③韦伯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学的范畴之中。韦伯认为，城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得以生成的重要

基础，他用非正当性的支配来形容城市，凸显了城市共同体支配权力的自主性。通过对城市的类型学分析，韦伯阐述了

西欧城市社会中理性化特征的形成过程，或者说是揭示了西欧城市现代化的过程。参见[德]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

城市的类型学[M]．简美惠，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④齐美尔关于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的讨论颇为丰富，其中的观点也可以用于揭示城乡关系。在形式社会学的理论范畴

之下，齐美尔主要探讨了城市这样一种人类聚居的形式对于个人的精神生活(风格)的重要影响。生活在城市社会里的

人们具有一种迥异于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人们的性格和行为，被称为“都市人格”。参见[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

随笔集[M]．涯鸿，宇声，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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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使经济

结构从二元归为一元[11]。在此基础上，费景汉

和拉尼斯[12]及乔根森[13]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上

述理论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尤其是特别强调了

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协调发展对于农业剩余

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

受上述理论的启发，同时也是对理论局限

性的批判，一些学者把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

业部门的二元产业经济结构及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问题拓展到了更加宏观的城市区域或空间的

范畴上进行讨论，从而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的研

究视野。其中以缪尔达尔提出的经济发达地区

（城市）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并存的地理

二元结构理论最为突出[14]。他认为，在现代化

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先后存在

着两种非常不同的效应，即集聚效应和扩散效

应；发展也因而有了两个阶段：在集聚效应占

主导的阶段，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但到了一定程

度之后，扩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城乡之间的的

差距开始日益缩小，政府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

基本方向，应该主要放在如何使扩散效应的阶

段更早到来。显然，这个理论采取了一个更加动

态的视角来看待城乡关系，并提出政策建议。

上述基于经济二元结构特征考察城乡关系

的方式方法，在我国的城乡关系研究领域以及

与之相关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等诸多层面都产生

了直接而又重要的影响，甚至成为了“相关学

科讨论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范式”[15](P22)。

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些理论“不仅成为认识中国

城乡关系的理论工具，而且成为一种操作意义

上的政策框架”[1]。

（二）社会学的视角：城乡关系的社会结构

社会学家更多地关注到了经济学家所普遍

没有注意到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和个人的社

会属性层面的二元性，从而在经济的二元结构

之外提出了社会的二元结构的主张。社会学家

认为，城乡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比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更深层次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深藏

在每个人的观念之中，体现在其日常行动之中，

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乡土本色”中，费孝

通先生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

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

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

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

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

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

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哪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

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16](P1)。也就是

说，在中国尚未涉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时，

整个中国社会的构成是二元化的，即具有乡土

性的基层社会和建立在乡土基层之上的、但又

与这个乡土基层社会并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即

传统城市社会。此时，乡土性是整个社会的“本

色”，构成了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在与西方

接触、继而被迫卷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后，逐

渐形成了一种在性质上迥异于传统社会的新型

社会——现代社会，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

特征。由此，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仍然呈

现出二元化的特征：乡土传统性与城市现代性。

费孝通认为，在传统社会，建立在乡土社会

之上的城镇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是前者剥削后者

但却也依附于后者。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前者剥

削后者的关系继续存在，但却已经不再依附于

后者，而是转而依附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

这种新的依附关系深刻改变了上述剥削关系的

性质，造成城乡关系的阻隔和恶化。而解决该

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要实行土地改革，

斩断城镇继续剥削农村的制度性根源，使城镇

由一个纯粹的消费性体系转变成一个生产性体

系；另一个是要启动农村的工业化，亦即推动包

括工业化在内的乡村建设[17](P145-160)。

在社会学的视角下，走出发展困局的关键

不仅是城乡经济的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城乡社

会的一体化。基于此，张兆曙提出了我国的“双

二元社会结构”观点，即城乡之间不仅存在空

间、地理、人口和产业布局等经济方面的分隔，

而且还存在组织原则、生活方式、“职业—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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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体系等方面的差别，这种结构性的差别在

城乡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也在发生变化[18]。

这种差别的原因既有自然和市场因素，也有政

府的政策因素，后者被称为城乡二元体制。在

计划经济时期，人口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受到了

计划体制的严格约束，而控制人口要素的核心

制度——户籍制度客观上构成了划分人与人之

间身份的机制。此时，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

会结构高度重叠，城与乡被体制区隔为两个相

对独立的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体制逐渐取

代计划体制，各种要素的配置不再基于行政力

量。这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后的体制因素越

来越弱，市场因素则越来越显著；而城乡二元社

会结构却出现了迟滞效应，即并未因体制因素

的变动而发生与之同速的改变。城乡之间在理

论上的日趋一元化并没有出现，反而呈现出了更

加复杂化的趋势。简单来说，就是夹在典型意

义上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出现了很多极具特色的

现实形态：在一些乡村进一步萧条的同时，也有

一些乡村日益繁荣起来；而城市虽然没有出现

空心化和产业衰退，但却也出现了一些既不同

于现代城市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

主要包括城中村和郊区。

在此背景下，既有的二元分析视角已经难

以真正把握中国城乡关系的客观现实了。它变

成了一种“宏大叙事”，其中的典型城市和典型

乡村都只存在于理论模型中，难以在真实世界

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实在或实体。这必然会削弱

该视角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或者说，这

种分析视角对于城乡关系的学术想象力不再只

是促进，而且也具有了桎梏的一面。这种形势

推动了各种试图超越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学术

努力。本文也是这个努力中的一部分，反映了现

实和研究的新动向。

三、超越“城乡二元”：中元视角
的演进

在经典的二元结构分析视角越来越不能反

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乡关系的复杂实际的背

景下，中国的学术界开始了一场持续至今的试图

超越城乡二元分析的学术努力[19]。从认识论上

看，它们都是试图从结构上揭示城乡关系的本

质，因此这种超越并非对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

简单反对，而是有所扬弃。

（一）中元视角：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超越

总体上看，学术界倾向于在不影响理论简

约性的前提下，通过在城乡之间增加一个“中

元结构”，亦即从二元分析到三元分析，从而实

现对现实城乡关系复杂性的更充分提炼。之所

以用三元视角来取代二元视角分析中国的城乡

结构，主要是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独特的城乡

二元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李克强曾非常系统地

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在推行农

村工业化之前，二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

的基本特征”，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性就

在于，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数量巨大，从而

使得在工农业产值构成较为迅速地变动过程

中，劳动力的就业状况高度稳定，农村居民居住

方式的变迁基本停滞”，中国“农业份额显著地

大，而非农产业的份额显著地小”[20]。改革开放

以后，农业份额的快速下降与农业劳动力份额

的缓慢下降长期并存。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原

因，导致“在中国直接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

转换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注意力转向农村，

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弱化二元结

构的强度，来打破固有的平衡，形成国民经济结

构的新局面”[20]。也就是说，必须要在既有的传

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之间，促成一个

“介乎两者之间的新兴部门”，从而使中国的二

元经济结构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呈现出三元结

构的新局面[20]。

当然，由于中国城乡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表现，故而“中元结构”所对应的实体也会随

之发生变化。笔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

关系“中元结构”先后经历了从小城镇到农民

工和城中村再到新型农民工和郊区的转变。这

当然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大分流”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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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现实及其演化路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21]。

（二）“小城镇”：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元结构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

起，以农村工业化和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

进城”为主要特征的小城镇曾被认为是中国城

乡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既是现实的、同时也

是需要努力建设的“中元结构”[22]。此时，农村

人口流动模式以本地流动为主；土地在从农地

转为建设用地以后主要是用于农村工业化及随

之而来的城镇化，而非单独的城市化。

这个时期小城镇的形成依赖于乡镇企业，

而乡镇企业源于社队企业，社队企业的主体是

社队工业。因此，社队工业是小城镇兴起的主

要和直接原因。社队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有两

个方面的来源：一方面，在某些地区（典型代表

是长三角地区），社队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内

生的，即来源于当地的农业剩余，其中又可细分

为农民集体剩余（苏南模式）和农户个体剩余

（温州模式）；另一方面，在另一些地区（主要

是珠三角地区），社队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是

外生的，即来源于外来资本的涌入（珠三角模

式）。在上述三种模式中，严格来说，只有苏南

模式才是典型的社队企业；而温州模式和珠三

角模式下的社队企业，“社队”只是名义上的，它

们实际上应当归为个体、民营或外资企业[23]。

经济上的结构分析特别关注人口和产业在

城乡之间的分布状况。在这个时期，由于小城镇

吸纳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农村工业和商业产业，因此被认为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经济实体，构成了城乡之间的一个“中元

结构”。其中，从行政建制上看，1978年，我国的

建制镇总数只有2173个；到了2000年，全国建

制镇的总数增加到了19780个。也就是说，在22

年里，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800个，平均每天2.2

个。而到了2010年，全国建制镇总数为19410个，

比十年前减少了370个，总体上保持稳定。

再从产值上看，到了2000年，乡镇企业已

经变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全国工业的

“半壁江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30%、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9%、出口

交货值的38%、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4%和农民

收入的34%都是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

展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支持农业发展，对增

加农民收入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对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支持农村社会事业，都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4]。

最后从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上看，在20世

纪90年代，小城镇的人口占全国城镇总人口的

比重曾达到过27%的高位，全国约有8100万的

人口在小城镇里生产生活，主要就是从农业和

农村转移过来的剩余人口，说明小城镇具有强

大的人口吸纳能力。1993年，乡镇企业职工总数

达到1.2亿人，首次超过同期国有企业的职工总

数。而到了2003年，乡镇企业吸纳了1.36亿的农村

富余劳动力，占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8%，

是当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地方流动就

业之总人数（约为9800万人）的1.38倍[25]。

以上通过从产业结构和人口转移的角度论

证了小城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基

本判断，标志着从经济上看，这个时期的小城

镇确实可以作为城乡结构之中的一个“中元结

构”。不过，也不应该忽视这种经济层面的变迁

所引起的或者说伴生的社会层面的变迁。

费孝通没有将小城镇的基 本性质局限于

经济层面，而是将小城镇也视为一个社会实体：

“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有一种比农

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

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

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

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

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我

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名字加以概

括，称之为‘小城镇’”[26]。

也就是说，尽管小城镇介于城市社会与农

村社会这两大实体之间，但它也是一个相对独

立的社会实体，赋予了中国城乡关系在社会层

面的三元结构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

在农民的职业发生质变的背景下，其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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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保持了相对的延续性。所谓“离土不离乡”中

“离土”的意涵是农村的产业和农民的职业发

生了从农业向非农业的改变，具有显著的经济

学特征；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离土”是在“不

离乡”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农民既有

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交往方式和地方性规

范等总体稳定。小城镇既是农民生产的地方，也

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

济社会实体，是在传统的具有乡土性的农村社

会和现代的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社会之间的“中

元结构”。

（三）“城中村”：新世纪初期的中元结构

1.小城镇的衰落与“离土又离乡”时代的到来

虽然说乡镇企业与农民“离土”密切相关，

但客观上说，在土地制度意义上的“土”和建立

其上的村社其实蕴藏着乡镇企业兴与衰的核心

秘密和内在逻辑。裴小林认为，乡镇企业在用

地和用工上的低成本是推动乡镇企业能在全国

各地快速兴起的最主要的内生原因[27]。当然，

这还需要结合改革开放以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

的战略给乡镇企业留下来的市场空间，以及改

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乡镇企业的特定优惠和扶持

政策，后两者是作为外因发挥作用的。但等到乡

镇企业的外在环境在199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巨

变以后，主要是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政府扶

持政策的停止和一些限制性政策的出台等，乡

镇企业的运行日益艰难。乡镇企业再也难以维

持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推

动着农民向更远的地方流动。

产业萎缩和人口外流严重削弱了小城镇作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实体的基本属性，

引发了小城镇在生产生活上的分化：绝大多数

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都变成了纯粹消费的地

方，人们在这里有限地消费，几乎不在这里生

产。只有中西部地区的极少地方和沿海地区的

小城镇具有生产性，但其中的经济主体（企业）

也已经完成了改制，融入城市体系和市场体系，

“走上了现代企业发展的道路”[28]。与此同时，

“打工经济”开始兴起，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

及其周边的农民越来越难以在获得体面的工作

机会和满意的收入，推动他们不仅“离土”而且

“离乡”，变成城市农民工群体。在此背景下，

这些小城镇越来越丧失了独特性，即难以再被

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和社会实体。结

果，中国的城乡关系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远距

离流动而出现了新变化。

随着越 来越多的中西部地区农民背井离

乡、进入城市，上个世纪80 —90年代的“离土

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主流模式逐渐被新世

纪初的“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新模式取

代。与此相应，城市农民工群体也日益超过乡

镇农民工群体，成为巨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

外转移的主要方向。尽管都被称为“农民工”，

但乡镇农民工和城市农民工却是嵌入在非常不

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之中，具有不同的外部环

境、运行逻辑和经济社会后果。

以上的说法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城市

农民工是在乡镇农民工之后出现的新现象。实

际上，这两个群体是同时出现的。因为并非所有

的地方都在改革开放初期具备了发展乡镇企业

的条件和能力。一般来说，主要是东部沿海地

区的大部分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少数地区首先

出现了乡镇企业，并吸纳本地农民成为乡镇企

业农民工；而除此之外的农民，除了绝大多数

都在还在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以外，已有少数

开始远赴他乡，成为城市农民工[29]。只是在1995

年以前，主流舆论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本地

流动及乡镇企业的相关现象有着更为浓厚的兴

趣和更高的期望，故而城市农民工及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异地流动便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及

至乡镇企业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以后，主流舆论对于乡镇企业转移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效益及其限度也有了更充分的认

识，再加上此时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和占比

也在快速扩大——尤其是北、上、广、深等大城

市的外来人口早已超过10%，引起了当地学者的

注意，从而综合推动着政策部门和学术界对城

市农民工群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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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4年，时任总理李鹏便已经在《政

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非农产业转移和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是经济

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在以乡镇企业

为主要机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离土又离

乡”模式日渐趋于饱和之后，“农民工”被视为

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之

后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被认为是亿万农民

主动破除城乡之间的藩篱，积极参与城市化和

现代化进程的体现。

2.“城中村”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

从人口的经济属性来看，城市农民工在城

乡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统计局

农村经济社会调查总队在2004年发布的调查报

告显示：在新世纪初，我国“县域经济吸纳农村

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使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

‘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发生转变，‘离土离

乡’的农民逐年增多”[30]。在1978年至2005年的

23年间，全国城市农民工的总数从200万左右增

至约1.02亿[31]，年均约增加384万人；而在2006

年至2012年的6年间，全国城市农民工的总数从

约1.2亿①增加至1.63亿②，年均增加约717万人。

尽管这个群体的增速在2013年以后明显下降，

但总量依然持续处于高位，2018年达到了1.73

亿。另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也使流

入地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城市产业体系发生的结构

性变化，原本是由本地人承担的工作岗位逐渐

被外来人口接替，而本地人要么跃迁到更高层

次的岗位上，要么就退出了这些就业岗位。与此

同时，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进一步增加，也催生

出了更多的产业和机会。

除了以上从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的角度呈

现农民进城与城市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密切关

联以外，也有一些学者将农民进城的现象视为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32]。殷晓清

认为，作为一种十分独特的就业模式，农民工

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身份，又表现为一种

特殊的分配模式，其在职业声望、劳动复杂性

和就业流动性等方面与城镇（市）职工很很大

的区别[33]。甘满堂进而指出，城市农民工是转型

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既不同于农村居

民，也不同于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群体人数众

多，存在时间较长，对社会影响较大，足以构成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第三元[34]。他还通过分析城

市居民、城市农民工和农村居民在就业行业、收

入来源、失业保障、劳动保障、养老、住房、教

育、医疗等方面的差异，比较全面地呈现了中国

三元社会结构的内容[34]。近年来，通过将农民

工作为一个社会职业和社会群体，社会学界集

中关注了以下问题：

首先，农民进城的面向问题。学术界普遍

认为，至少对于第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

驱动他们离开家乡、进城务工的核心动力来自家

庭及其所在的村落社会，为了实现家庭的再生

产和在村落里的体面生活，他们在城里出卖劳

动力，并把绝大多数工资都寄了回家，用于实现

家庭的再生产和村内社会关系的维系[35]。也就

是说，农民虽然进城了，但他们的面向却是农村

社会，而不是城市社会。这也使得中国的农民工

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韧性。

其次，农民进城的方式问题。不少研究发

现，农民并不主要通过正式劳务市场和相关公

共服务进入现代城市经济和工业体系，而是极

具智慧地利用了既有的乡土社会网络，“老乡带

老乡”是主要途径[36]。形成了一些非常具有特

色的城市景观，即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农民倾向

于集中居住在陌生城市里的同一个地方，通过

老乡观念的建构，重新复制了一个类似于老家

的乡土社会。在这里，大家不仅熟悉而且亲密，

①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部：《2006年全国农民工工作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

站，http://www.gov.cn/zwhd/ft3/20070126/content_504964.htm，2021年12月5日访问。

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 jsj/

zxf 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2021年12月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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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甚至还存在比在老家那种较为纯粹的社会

关系以外的经济关系并相互滋养[37]。刘世定等

认为，北京“浙江村”的出现代表了中国农民进

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即“产业—社会型进

入”，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范畴，而

是带着综合性资源的经营者流动过程，是在不

断寻找和开拓市场的过程中逐渐在城市中形成

了一个以聚居为基础的产业加工基地，即“城市

中的农村”[38]。

除此之外，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大量涌

入城市以后，对城市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要

影响，不仅使城市中原本就存在的市民与农民

的关系得以再现，而且还构建出了一个新的本

地人和外地人的关系，产生社会学意义上的社

会排斥和社会融入问题。随着农民工的大量涌

入，也深刻改变了城中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和运

行逻辑，其中有不少村落终结了[39]，但也有不

少村落在经济边界开放的同时，出现了社会边

界进一步封闭的现象，出现了“超级村庄”[40]或

“都市里的村社共同体”[41]。总之，新兴的城市

农民工群体及其在城中村的独特生产生活方式

有别于典型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形

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实体，构成了城乡

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这个阶段的“中元

结构”是建立在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初始基础

之上，以农民工作为一种独特的就业模式并以

城中村为主要居住空间的经济社会实体。

四、“郊区社会”：城乡三元结构
的新进展

（一）“城中村”的基本性质及其式微

实际上，以农民工和城中村为主要构成的

城乡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之所以能够形

成，从宏观的体制上说，主要是与我国的城市

化战略在1990年代所作的调整密切相关。在改

革开放的前二十年，我国的城市化战略是“小

城镇发展战略”，乡镇企业得以快速成长起来，

而这一战略也曾被誉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

路”。但在19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环境的改

变，乡镇企业的缺陷和困局日益显现，这一战略

也开始受到质疑，并最终引发战略调整。新的

战略虽然最终表述为“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的道路”，但实际上，“土地城市化成

为GDP和财政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特大城

市和大中城市的地域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出现

城市越大聚集经济效益越明显的趋势。小城镇

发展相比之下则黯然失色”[42]。在此后约十年

的时间内，为了满足家庭再生产的需要和维系

在村庄社会中的体面，中西部地区的亿万农民

以农民工的身份和职业并主要以城中村为居住

地，涌进沿海城市及其工厂，并形成了一种既不

同于他们的故乡、也不同于他们所在城市的相

对独特的经济社会体系。

但在客观上，这个“中元结构”具有高度的

不确定性。首先，城市农民工群体本身的不确

定性。从经济上看，农民工是高度依附于城市既

有的经济体系，而且处在整个城市经济体系的

最末端，甚至处于灰色地带，这就决定了他们在

经济上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的不确定状态，表现

为频繁地变换工作或地点。从社会上看，城市农

民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在按照自己家乡复

制出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并可能得到了紧密

经济利益关系的强化，但由于他们的面向是中

西部地区的家庭和村落，主要目标并非在城市

展开自己的社会生活，而是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

化。农民进城的经济利益优先性大大削弱了他

们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兴趣，使社会参与具有很

强的功利性，从而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其行为的

社会性，故而只能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社会共同

体。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城市农民工构建出了

一个非常紧密的组织体系（甚至带有一定的灰

黑团伙性质），否则，这种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必

然是高度不确定性的。实际上，即使是那些紧

密程度较高的组织体系，往往也是面临着非常

大的整合压力，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

其次，城市农民工所居住的村落本身也存

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城中村的出现，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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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少部分村庄因各

种原因未能融入城市体系从而继续保留原有体

系。政府与市场力量的结合是推动我国城市化

（包括土地城市化）的核心机制。在此过程中，

面对村落的阻力或为了节约成本，地方政府采

取“只征地、不拆迁”的办法，导致了城中村的

产生。此外，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更加顺利地推

进征地和城市化，甚至还主动出台了“留地安

置”等相关政策，从而制度性地生产出了一批城

中村。但是，地方政府的这种策略性行为终究

会遇到两个方面的约束：首先是来自公共行政

方面的约束。在现代城市体系中，零零星星地点

缀着一些城中村，这对于整个城市的规划、管

理、市政建设和公共服务等工作的一致性构成

了很大的困扰，此外还涉及到城市形象和社会

治安等其他问题。其次是来自我国实行的“世

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约束。由于《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对于区域范围内

建设用地的总量、基本农田的保有量和建设用

地的年度计划等控制性指标越来越严格和明

确，从而促使地方政府从粗放用地向集约节约

用地转变。以上因素的存在，使得城中村的存留

始终处于一种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一方面，房东

为了更好出租或租客为了住得更加舒适，可能会

投入一些资金用于改善居住环境；但另一方面，

这种投入和改善往往又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

不管是房东还是租客，对这里都没有长远预期。

从总体上看，我国大城市的城中村并没有增多，

而是在减少。

（二）城市经济的郊区化与郊区经济的兴起

近十余年的城中村改造实践表明，城中村

的存续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志，它主要是

被整个城市的产业层次所决定。当城市的产业

尚处于较低的层次之时，城中村表现出了非常

顽强的生存能力；而当城市的产业升级以后，城

中村的改造或终结便显得轻而易举。新世纪的

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变，国

内的经济形势也出现了新变化。其中，产业升级

备受关注和强调。在此背景下，以农民工与城中

村为主的经济社会实体越来越难以承载起作为

新时期城乡三元结构之“中元结构”的功能，而

以农民工与郊区为构成的新型经济社会实体，

即郊区社会，在我国城乡三元结构中的独特性

和重要性日益凸显。[43]

在改革开放以前，尽管在城市周围也有郊

区，但此时的郊区具有非常典型的行政性。在

计划体制下，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二元

结构形态，郊区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中

元结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体制逐渐替

代计划体制，城乡之间在各种要素的流动方面

遭遇到的体制性障碍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城

乡关系发生了从非常清晰到非常不清晰的深刻

转变。这时，郊区也逐渐突破了行政因素的约

束，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经济社会意涵。作为行政

区划意义上的郊区日益淡化，郊区快速嵌入进

了整个市场体系和城市结构之中。

前面已经提到，随着小城镇发展战略受到

质疑，各地的大中城市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

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和问题很快也随之显

现出来。例如，由于人口密度过大，超出了城市

既有的承载能力，导致了城市病和此起彼伏的

社会冲突。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国家最终确

定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

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

原则，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新道路，简称为

“新型城镇化道路”。与小城镇发展战略相似，

新型城镇化道路重新强调了城镇相对于城市的

独特经济社会价值；但新型城镇化道路也强调

要在把城镇和城市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更

加注重发展的协调性。由此，城市不再是千篇

一律且大而全的城市，城镇也不再是千篇一律

的城镇，城市、城镇和农村被视为一个有机整

体。在此过程中，郊区逐渐成为实现新型城镇

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郊区社会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郊区经济的兴

起。郊区经济的主体是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它

们原本位于城市核心区。但随着城市产业结构

升级，它们被转移到了郊区，促进郊区经济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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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并连带推动了以这些产业为生的农民工及

其家属迁往郊区。这与西方城市郊区化过程中

人口郊区化发生在产业郊区化之前的模式具有

显著差别。实际上，在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

城市核心区早已实现了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

的转变。由于有相对成熟的工业作为经济基础，

郊区经济得以迅速兴起，并很快超过了城市核

心区。例如，早在2010年，占有上海市90%左右

的国土空间的上海市郊区9个区县，便已经合计

承载了全市69.7%的人口、合计贡献了全市59.6%

的GDP（如按郊区口径算，该年郊区GDP占全市

GDP的比重是40%），郊区已经成为了“上海市

实体产业的主要分布地，全市先进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集聚地和未

来核心的承载空间”[44](P2)。由此观之，城市经济

的郊区化使郊区逐渐取代城市核心区成为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45](P174)。

土地和人口是郊区经济的重要基础。熊万

胜基于对《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和《中国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官方数据的分析，通过

将市郊区（市区面积与城区面积之差）、城郊区

（城区面积与建成区面积之差）和县城郊区（城

关镇郊区）三部分区域作为郊区的总体范围，对

我国郊区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进行了一次总

体性的估计，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郊区的面积已

经超过了陆地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在人口集中

的胡焕庸线以东，郊区所占的面积比例更大，郊

区社会的常住人口数量也占到中国人口总量的

30%左右[46]。

（三）“郊区社会”：一种新的中元结构

一直以来，郊区都被视为夹在城市与乡村

之间的一个附庸，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过渡地带

或城市的灰色地带或待开发的理想场所，并以

负面形象居多。时间对于郊区的影响是可视的，

今日之郊区，昨日可能还是农村，而明日却又可

能变成了城市。与城中村一样，郊区也表现出了

高度的不确定性，即存在着随时都会消亡的可

能性。但是，作为一种独特意象或景观的郊区

却似乎很难消灭，具有良好的韧性。这种韧性

来源于郊区景观的流动性：一个具体的郊区消

失了，在离它不远的原本并非郊区的地方，便会

形成新的郊区。田毅鹏等认为，从构成要素上

看，郊区（城乡结合部）“绝不是‘城’‘乡’要素

的简单相加”，郊区“是一个城市和乡村结合和

交错的地带，城市因素和乡村因素并存，单纯

地运用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都很难洞悉

其复杂的社会构造”[47]。虽然郊区在体制上隶

属于城市体系的一个部分，但在我国特定的历

史背景下，不应该简单地将其视为城市的一个

部分[47]。与城市或乡村都有其相对一元化的主

导性特征不同，郊区的主导性特征并不止一元。

如果我们可以将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的主导特

征分别概括为城市性（或现代性）和乡土性（或

传统性）的话，那么，这些既有的主导特征显然

都难以用来准确概括郊区社会。笔者试图提出

“郊区性”这个概念，用于概括郊区社会本身的

主导特征。

郊区性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混合性。从总

体上看，它很难用一种一以贯之的逻辑贯穿始

终，但如果承认在一元主导之外还可以有多元

主导的话，那么将能更好地理解郊区性。在人

口结构、空间形态、社会关系、阶层结构和组织

结构等方面，郊区社会都与典型意义上的城市

社会和乡村社会不同，它有鲜明的特色，是一种

非常独特的地域社会样态。在郊区社会的居民

构成上，与城市社会主要是市民和农村社会主

要是农民的一元化构成特征不同，郊区居民的

构成具有二元性即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或者

“土”与“客”。郊区社会在居民构成上的二元

性必然会造成郊区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包括本

村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

关系和土客之间的社会关系[48]。郊区在经济上

的二元性也随处可见。比如，正规经济与非正规

经济并存、劳务经济与瓦片经济并存等。郊区

内的经济社会活动投射到其土地利用和空间景

观上，呈现出多中心、碎片化乃至错乱的总体特

征，这些特征都与城乡社会显著不同。在婚姻

现象方面，郊区社会也与城市和农村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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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别及其独特逻辑[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郊区是在我国城市

化快速推进下但受我国特定的国情约束，最终

实现城市化的历史使命尚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的总体背景下出现的。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里，

郊区具有显著区别于典型的城市社会和乡村社

会的特征[50]，属于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形态，

应被视作为当前我国城乡三元结构的“中元结

构”。郊区不再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充满了问

题的地理空间，它在近年来日益成为一个独特

的经济实体和社会实体，作为一种独特景观或

意象的郊区具有稳定性。而且，郊区生活既不

像城市生活那样社会关系“过疏”而市场渗透

及行政管制的力量过强，也不像乡村生活那样

社会关系“过密”而市场及行政服务的力量过

弱。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一块轻松自由

之地[51]。

五、结论与讨论：构建本土化的
城乡关系研究

本文详细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

系的演变历程以及国内学术界对这一历程的研

究。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基于特殊的国情和对

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理性判断，提出了在现

代化过程中我国城乡关系有别于经典城乡二元

结构理论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但具体到不

同的阶段和时期，我国城乡三元结构中的“中元

结构”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以

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离土不离乡”为基本特

征的小城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实体，

构成了此时城乡关系中的“中元结构”。此后，

随着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转变，乡镇企业面

临严峻考验，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土又离乡”，

跨区域进城务工，“打工经济”日渐兴起，在21

世纪的前十年，农民工与他们所居住的城中村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实体，构成了这一

时期城乡关系中的“中元结构”。而到了21世纪

的第二个十年，由于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环境发

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

有的以农民工与城中村相结合的经济社会体系

日益边缘化，城市经济发生结构性转型，中国城

市经济的郊区化推动了郊区的全面发展，新一

代农民工与其所居住的郊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经济社会实体，构成了新时期城乡关系中的“中

元结构”。目前，郊区社会正处于发育之中，并产

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郊区社会，或者说把郊区作为一个相对独

立的社会形态，这个提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而且具有政策意义。当前，城市政府在制定相

关政策时并不是把郊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

会形态，因此当决策者基于对城市社会的认知

所制定的政策应用到郊区社会以后，会造成严

重的偏差，甚至出现了制度建设的“内卷化”困

境。换句话说，如果决策者能够具有把郊区社

会和城市社会区别开来的能力，并对郊区社会

的独特性质拥有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经验积

累的话，那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将会更具针

对性和实效性。此外，主流学界和政策部门普

遍把郊区社会直接等同于“问题社会”，并认为

郊区社会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严重低估了郊区

所具有的韧性和延续性，由此形成了一些较为

激进的政策主张，当这些政策被应用到实践以

后，往往出现偏离甚至背离政策目标的情况，对

郊区的治理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换句话说，如

果决策者对于郊区社会有更客观的认知，那么

在制定政策时将会更有历史感。

中国的社会变迁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非

常肥沃的土壤，它也为应用和检验西方社会科

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提供了挑战性的机遇。国

内学术界在积极援引西方经典的城乡二元结构

理论的同时，也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了超越经

典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学术努力，试图构建

一个本土化的城乡关系研究乃至理论。本文接

续这一努力，呈现了当前我国城乡关系领域正

在发生的一些新变化，提出了把郊区作为一个

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并把郊区社会视为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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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关系“中元结构”的观点。而对于郊区

社会的基本性质和构成等，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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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urban Society” and Three-level Analysi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China
TIAN Me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China’s 
social form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spired by the theory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 western 
theoretical circles, combined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reality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continue to make localization efforts for the experience tracking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research 
on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its limitations in explaining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its chang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n combs the process of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trying to surpass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heory by building a “third yuan”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view of taking suburban society as the “intermediate uni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period, 
which enriches the existing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eve of the new century, the “third ele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mainly “small towns” 
embedded in local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e “third ele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com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villages in the city”.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the rise of suburban economy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suburban society.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industries gradually accumulate from the urban 
core area to the suburbs, so that the suburban socie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current urban-
rur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Although as a concrete suburb is always being destroyed and changed, but due 
to the relatively long transition period, the suburb as an image is in a relatively stable state and has a unique 
attribut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regard the 
suburban society 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economic and social entity as the “third element” in the urban-
rural structure in the new era. Suburban society is a new change in the form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China, which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relevant policies.

Keyword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dual structure; ternary analysis; small towns; urban villages; 
suburban society


